
 

教育程度与乡城移民城市融入
——基于身份认同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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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城市化大步迈进的时代背景下，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问题备受关注。文章使用中国

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实证考察了教育程度与乡城移民城市融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克服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借助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工具变量，采用2SLS方法

进行了稳健回归。实证结果显示，教育程度能够显著提高乡城移民的城市身份认同感。在基本结论的基

础上，文章进行了相应的渠道分析，结果发现，教育在乡城移民获取城市户籍、城市住房以及嫁娶城市

原著居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由此促进了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不断推进农

村教育事业发展，努力提高乡城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是加快实现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可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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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城移民规模日益扩大，业已成为城市经济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乡城移民”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以从事非农工作为

目的，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城市地区，没有城市户籍或通过购房、婚姻等途径获得城市户籍的移

民及其随迁家属（胡书芝和刘桂生，2012）。与“农民工”一词不同，“乡城移民”更多体现了对应

群体地域或空间转移特征，而非职业属性，是较为中性的概念；此外，“乡城移民”的范畴更加

广泛，不仅包括暂住城市地区的农业户籍居民，还囊括了永久居住在城市地区且已获得城市户

籍的农转非居民。

长久以来，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问题备受关注。“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强调了

乡城移民进入城市后，确立经济地位，适应城市社会互动规范，并获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

遇，最终实现在城市舒适生活的融入过程（王佃利等，2011；聂伟和风笑天，2013）。一方面，作为

城市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乡城移民能否顺利融入城市、实现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不

仅关系到我国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相关研究表明，城市

融入有助于促进乡城移民的劳动供给（Nekby和Rödin，2010；卢海阳和梁海兵，2016）。当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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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力渐变为稀缺资源；而老龄化问题又进一

步加剧了劳动要素的稀缺性。在此背景下，加快城市融入步伐，以此提高乡城移民的劳动供给

量无疑成为缓解劳动要素不足、保持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突破口。另外，城市融入还将提

升乡城移民的社会公平感（胡荣和陈斯诗，2010）、精神健康（聂伟和风笑天，2013）和生活满意

度（杨春江等，2014），间接消减社会矛盾与纠纷，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然而，现实中乡城移民的

城市融入却受诸多方面的制约。从制度层面上讲，我国长期存在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导致在户

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乡城移民与原著城市居民存在系统差异，并不可避

免地转变为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差距（王美艳，2005；Meng和Bai，2007；吴贾等，2015），严重阻碍

乡城移民与原著居民的相互融合。从文化层面上讲，故土情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扮演的并非积

极角色。具有浓重传统色彩的乡土文化与富有现代特色的城市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排斥，亦

成为乡城移民难以深度融入城市的客观原因。

近年来，学者们针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以期为促进乡城移民

城市融入出谋划策。其中，教育的作用尤受关注。自20世纪中期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开创人力资

本理论后，对于教育的研究进一步推广、深化，涉及居民收入和消费（Becker和Murphy，2007；杨

汝岱和陈斌开，2009）、社会资本（宋严等，2012；李辉文和张质，2015）、婚姻市场（Benham，1974；

Schwartz和Mare，2005；陈建伟，2015）等多个领域。从作用机理上讲，上述方面又是教育影响城

市融入的重要作用路径（何军，2011；张振宇等，2013）。基本的学界共识是，教育对城市融入的

作用积极且显著（梅亦和龙立荣，2013；李强和何龙斌，2016），但影响程度却千差万别。除了采

用的城市融入指标大相径庭外，内生性问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诸如个人能力、成长环境、父

母教育水平等因素，既能够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体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水平，还可能影响个体融入

城市的速度与深度。忽视这些因素而进行的描述性分析或简单回归分析，所得结论往往是有偏

误的。与此同时，缺乏相应的中介分析也形成了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研究空间。

借助CSS2011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对教育程度与城市融入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再考察，

以期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借助198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了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2SLS）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教育程度与城市融入的因果关系，克服了本主题研究面临的

内生性难题。其次，使用城市人身份认同感对城市融入水平进行测度，着重考察了乡城移民心

理层面的融入。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可以划归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层次（朱

力，2002）。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融入

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

化的适应，才说明农民工完全融入了城市社会。因此，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不应仅停留在经济

层面和社会层面，更应该深化为心理层面的融入，并形成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身份认同即为

个体对自己在时空中的一致性和相较于他人的差异性的感知，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所处文

化场域的主观判断（张广利和张瑞华，2012）。城市人身份认同，隐含着在经济状况、社会属性等

方面与城市人实现同一，能够深层次、全方位地反映乡城移民的市民化程度。最后，在识别了

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教育影响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因果关系的考察可以帮助识别

教育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而渠道分析则可以明晰教育影响城市融入的具体过程，为

精准制定有助于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公共教育政策提供有益借鉴。实际上，国内外不少文献讨

论了教育与城市融入的中介因素，但这些文献，要么停留在理论层面（马云献，2012；梅亦和龙

立荣，2013），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要么中介因素单一（李强和何龙斌，2016），研究不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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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本文从户籍获取、住房市场和婚姻市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渠道分析，试图理清教育影响

城市融入的作用路径。

本文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全文研究设计，包括计量模型的建立、对相关变量

的说明以及所用数据的来源；第三部分进行计量回归并分析实证结果；渠道分析放在了第四部

分；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二、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建立

为了考察乡城移民教育程度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借鉴Yue等（2013）、刘生龙等（2016）的

文献，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Identityi=α+βEdui+
∑

j

δ jControls ji+λ+ ξi (1)

其中，Identity代表乡城移民的城市身份认同，用以反映乡城移民城市融入水平；Edu代表乡城移

民的教育程度，以个体接受的正规教育年数进行测度；Controls代表影响城市融入的一系列控

制变量；方程中还纳入了省别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并用λ表示；ξ为误差项。特别地，

由于城市身份认同（Identity）为虚拟变量，基准回归将采取Probit模型估计。

教育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往往会受到隐性因素的干扰，如无法观测的个人能力、成长环境或

父母的教育程度等，从方法论的角度讲，遗漏这些变量会产生有偏误的估计结果。这一情形

下，教育相关文献多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遗漏变量问题。1986年我国首部义务教育法颁布为

研究教育的经济社会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刘生龙等，2016；李振宇和张昭，2017）。我

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

务教育”。紧接着，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也因地制宜地制定和颁布了相应的实施办法。自此之

后，全国中、小学阶段入学率和国民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图1描绘了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

率和小学毕业升学率走势，从中可以看出，我国适龄儿童入学率在1981年为93%，2008年为

99.5%，近30年间增长了7.0%；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在1981年为68.3%，至2008年达到99.7%，整体增

幅为46.0%。局部来看，我国适龄儿童入学率在1986年前后增长速度相对平缓，而小学生毕业升

学率在1986年前后出现了跳跃式增长态势。图1间接说明，义务教育法主要是通过提高初中阶

段入学率来提升全民教育水平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需要说明的是，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实

施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方针，相对单个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强外生性特质，满足工

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Edu∗

借助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将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教育

程度与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关系进行再检验。2SLS的第一步是使用乡城移民的教育程度对工

具变量（CLS）进行回归，得到教育程度的拟合值 ，方程如下：

Edui=α0+α1CS Li+
∑

j

δ jControls ji+λ+µi (2)

紧接着，使用教育程度拟合值完成第二阶段回归，方程如下：

Identityi=β0+β1Edu∗i +
∑

j

θ jControls ji+λ+εi (3)

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共9年。根据法律规定，未满

15周岁的失学儿童必须重返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而已满15周岁的失学儿童则不必返校学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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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在义务教育法实施的当年，未满15周岁（1971年9月之后出生）的儿童将因受到法律约

束而比那些已满15周岁（1971年9月之前出生）的儿童普遍接受更多的教育（Fang等，2012；刘生

龙等，2016）。据此，我们将1971年9月后出生的乡城移民纳入处理组（treatment group），将1971年

9月之前出生的乡城移民纳入对照组（reference group）。本文定义分组变量（CLS）等于1（如果个

体生于1971年9月之后）。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大型连续抽样调查项目“中国

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CSS调查项目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

2013年和2015年进行了5次全国性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5年的重复调查数据，为考察流动人

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科学的基础信息。考虑到相关变量的可得性以及论证的连贯

性，本文仅使用了CSS2011数据
①

。

根据胡书芝和刘桂生（2012）等的定义，乡城移民为“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城市地区，没有城

市户籍或通过购房、婚姻等途径获得城市户籍的移民及其随迁家属”。鉴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

限定为出生地为农村地区，现居地为城市地区的非农户籍人口或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其中，城

市地区包括市或县的中心城区和边缘城区。本文剔除了正在上学的观察值、部分变量缺失的观

察值，可用样本量为2 075个。

（三）变量介绍

本文因变量为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水平。如前所述，较之经济和社会融入而言，心理和精

神层面的融入更能体现乡城移民的融入深度。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心理融入，并采用城市身

份认同（Identity）作为其代理变量。在CSS2011中有如下问题：“就目前的生活状况来说，您认为

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当受访者回答“是城里人”时，将城市身份认同（Identity）变量赋值

为1，否则赋值为0。

核心自变量是乡城移民的教育程度（Edu）。在CSS问卷中的如下问题构成了对教育程度

（Edu）的测度：“从上小学开始算起，您一共受过多少年的正式教育呢？”借鉴已有文献并考虑

可得性，纳入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的性别（男=1）、年龄及其年龄平方、民族（汉族=1）、婚姻状

况（在婚=1）、家庭的人口规模、本地居住时间。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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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毕业升学率走势图

第 2 期 教育程度与乡城移民城市融入 83

①本文用于构建城市身份认同（Identity）变量的问题仅存在于CSS2011问卷中。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从表1可以发现，样本中认同城市人身份的乡城移民占

样本总量的48.4%，不足样本总量的一半；51.6%的移民依旧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还未实现从农

村人身份到城市人身份的心理转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步伐。

乡城移民的平均教育年数在8.60附近，尚未达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水平，但已

比较接近。“认同组”中，乡城移民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9.38，“不认同组”中，乡城移民的平均受

教育年数为7.87。通过均值差 t检验可以发现，两组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数相差1.51，在1%的水

平上显著，间接说明了教育程度与城市身份认同之间的正向关联性。

此外，通过表1还可以发现，“认同组”和“不认同组”在年龄、家庭人口规模等方面存在系统

差异（均值差显著异于零）。认同城市人身份的移民要比认同农村人身份的移民年龄普遍更

大，反映出年龄更大的移民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和身份转换能力。相对认同城市人身份的移民

而言，认同农村人身份的乡城移民，其家庭人口数量平均要高出0.49，对此有如下可能的解释：

家庭人口规模越大，乡村文化更容易在家庭内部保留、延续；此外，较大的家庭人口规模往往

伴随着更大的经济压力和更低的家庭储蓄和消费水平，也不利于自有住房的获取和社交关系

网络的扩展。

三、  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基准回归采用Probit模型，结果见表2。模型（1）中添加了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但未

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37 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程度每增

加1年，乡城移民认同城市人身份的概率将提高3.73个百分点。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

一步添加了省别虚拟变量，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变为0.035 2，与模型（1）结果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全样本 不认同组 认同组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教育程度 8.60 4.55 7.87 4.36 9.38 4.61 –1.51***

性别 0.45 0.50 0.44 0.50 0.46 0.50 –0.03

年龄 46.51 17.22 43.04 14.97 50.21 18.65 –7.16***

民族 0.92 0.27 0.93 0.26 0.91 0.28 0.01

婚姻状况 0.79 0.41 0.81 0.39 0.77 0.42 0.04**

家庭人口规模 3.72 1.59 3.96 1.52 3.47 1.63 0.49***

本地居住时间 21.19 20.03 21.37 21.18 21.01 18.74 0.36

样本量（占比） 2 075（100%） 1 070（51.6%） 1 005（48.4%）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乡城移民归于“认同组”，其余移民归于“不认
同组”。

表 2    Probit回归结果

全样本乡城移民 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

（1） （2） （3） （4）

教育程度 0.037 3*** 0.035 2*** 0.036 0*** 0.034 2***

（0.002 5） （0.002 6） （0.002 6） （0.002 7）

性别 –0.029 2 –0.023 3 –0.030 2 –0.024 2
（0.020 7） （0.020 4） （0.021 4） （0.0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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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乡城移民被界定为出生于农村地区的乡城流动人口，其中也包括出生地为农村，

却成长于城市地区，但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历的人群。这类人群由于缺乏农村生活记忆，而与

城市原著居民更为相近。一方面，与城市原著居民类似的成长环境、社会关系网络和生活习惯

等，导致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城市人身份；另一方面，由于一直生活在城市地区，该人群

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表现为更长的受教育年数。这意味着，使用包含上述观察值的样

本，极有可能高估教育对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为此，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剔除

了迁移年龄小于10岁的观察值。

子样本回归结果报告于表2第三列和第四列。类似地，模型（3）只纳入了性别、年龄等个体

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模型（4）进一步纳入了省别虚拟变量。从表2可以发现，教育程度系数分

别为0.036 0和0.034 2，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

表明教育年数每增加1年，乡城移民认同城市

人身份的概率将提升3.5个百分点左右。这一

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十分接近。

（二）2SLS回归结果

在进行2SLS回归之前，需要对工具变量

的相关性和排他性条件进行检验和说明。表3

为2SLS回归的第一阶段结果
①

。第一列为全样

本回归结果，可以发现，CLS变量系数为1.509 9，

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与乡城移

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正相关；第一阶段回归F值

 

续表 2　Probit回归结果

全样本乡城移民 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

（1） （2） （3） （4）

年龄 –0.005 9 –0.005 3 –0.005 9 –0.005 5

（0.004 1） （0.004 0） （0.004 2） （0.004 2）

年龄平方 0.000 2*** 0.000 2*** 0.000 2*** 0.000 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民族 –0.101 9*** 0.022 9 –0.120 7*** 0.014 0
（0.037 2） （0.048 8） （0.038 2） （0.050 9）

婚姻状况 –0.002 5 0.012 0 0.004 1 0.019 8

（0.028 3） （0.028 1） （0.029 4） （0.029 2）

家庭人口规模 –0.027 3*** –0.023 6*** –0.026 1*** –0.023 5***

（0.006 4） （0.006 6） （0.006 6） （0.006 9）

本地居住时间 –0.002 0*** –0.001 4** –0.001 9*** –0.001 5**

（0.000 6） （0.000 6） （0.000 6） （0.000 6）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133 9 0.169 6 0.129 1 0.166 2
观察值 2 075 2 075 1 940 1 940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系数标准差；回归系数已转化为边际效应，下同。

表 3    2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1） （2）

全样本乡城移民 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

CLS 1.509 9*** 1.369 7***

（0.345 6） （0.357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F值 28.42 25.84

R2 0.383 4 0.377 5
观察值 2 009 1 876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括号内为系数标准差；控制变量与表2模型（2）一致，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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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等的做法，我们剔除了1971年出生的观察值。



为28.42，远大于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模型（2）对应剔除了初迁年龄小于10岁的观

察值的子样本，检验结果与全样本保持一致。综上可知，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是满足的。

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条件指的是，义务教育法颁布只能通过影响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来影响

其城市融入。从颁布部门来看，义务教育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属于宏观层面的制

度方针，具有较强的外生性。从颁布初衷来看，义务教育法旨在“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并不直接作用于个体能力等影响居

民城市融入的其他因素，满足排他性条件。

借鉴方颖和赵扬（2011）等的做法，我们还对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条件进行了实证检验。具

体如下：首先使用工具变量（CLS）对城市身份认同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1）和模型（3）。

从表4可以发现CLS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义务教育法颁布显著提高了乡城移民

的城市身份认同感。随后，使用CLS和教育程度一起对城市身份认同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模

型（2）和模型（4）。此时，教育程度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CLS变量却变得不再显著。上述

结果也进一步说明，CLS仅通过影响教育程度影响城市身份认同。

2SLS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1）是全样本

回归结果，在未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时，教育程

度系数为0.067 3，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受

正式教育年数每提高1年，乡城移民认同城市

人身份的概率将提高6.73个百分点。与Probit
模型结果相比，2SLS结果有了明显的提升，对

此可以用“寒门多出贵子”来解释：那些出身

贫寒的移民，往往更珍惜学习机会、投入更多

的学习精力，进而获取更高的教育水平；同时，相对家庭优越的移民而言，这些移民难以借助

家庭或父母的力量融入城市。如果不考虑家庭背景和父母特征等因素，基本的回归结果就会

低估教育的作用。表5模型（2）对应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教育程度的系数为0.068 3，在5%的

水 平 上 显 著 ， 说 明 子 样 本 中 乡 城 移 民 的 教 育 年 数 每 增 加1年 ， 认 同 城 市 身 份 的 概 率 将 提 高

6.83个百分点。工具变量结果证明了教育对城市融入的确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努力提高乡城

移民受教育水平对推进城市化进程意义重大。

四、  渠道分析

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教育能够通过多种途径间接影响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在基本结

表 4    排他性检验

全样本乡城移民 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

（1） （2） （3） （4）

CLS 0.097 6** 0.041 7 0.090 0** 0.040 6
（0.043 0） （0.041 7） （0.044 6） （0.043 3）

教育程度 0.034 7*** 0.033 7***

（0.002 7） （0.002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111 7 0.164 4 0.111 1 0.161 2
观察值 2 009 2 009 1 876 1 876

表 5    2SLS回归结果

（1） （2）

全样本乡城移民 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

教育程度 0.067 3** 0.068 3**

（0.029 1） （0.033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R2 0.144 2 0.134 7
观察值 2 009 1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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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基础上，接下来将从城市户籍、城市住房获取和婚姻市场三个方面揭示教育对城市融入的

主要传导机制。
①

（一）城市户籍

1958年颁布的《户籍管理条例》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按照户籍进行了清晰划分。从历史

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户籍制度很好地将农民固定在了土地上，并以“剪刀差”的形式

推进着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吴贾等，2015）。由于作为工业生产资料的农业产品一

直受到政府的价格管控，处于低位供给状态，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存在巨大差

异。与此同时，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尚不具备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能力，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作为优先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准入门槛的城市

户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农村人身份和城市人身份的主要区别。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求倒逼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日趋松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渐隆。国务

院和相关部门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文件，以期打破劳动力乡城流动限制和就业门槛。但由于

制度的不完善和观念的固化，这些改革措施还未能完全扭转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在劳动市场、

婚姻市场以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歧视性对待。获取城市户籍依旧是乡城移民融入城

市、认同城市身份的主要一环。

本文认为，教育对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城市户籍获取发挥作用

的。这可以从劳动市场、婚姻市场和住房市场等视角予以解释。从劳动市场来看，依托工作单

位转化户籍是获取城市户籍的重要途径。一般而言，有能力解决职工城市户口的企事业单位或

政府部门对求职者的学历要求不断提升，这意味着，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有更大的概率

通过劳动市场来获取城市户籍。从婚姻市场来看，通过嫁娶城市原著居民实现城乡户籍转化的

情况已屡见不鲜。由于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城市居民嫁娶农村居民将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强

烈阻挠，而教育则有助于冲破这一传统障碍。一方面，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户籍人口，在文化

素养、工作性质、个人收入等方面与城市居民逐渐趋同，较易被配偶家属接受；另一方面，更高

学历的获取过程也增加了与城市同学接触的机会，提高了嫁娶城市居民的概率。从住房市场来

看，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提升的最主要途径，为积累购房储蓄提供了收入保障。而购房落户的情

况已经成为获取城市户籍的常见渠道。特别地，教育在住房市场和婚姻市场的上述作用，将在

后文中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

接下来将实证考察教育对城市户籍获取的影响。对于城市户籍获取（Urban_hukou），本文

采用现有户籍是否为本地城区非农户籍进行测度，回归结果见表6。前两列为全样本结果，模型

（1）使用Probit模型，教育程度回归系数为0.031 3，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年数每增加一

年，乡城移民获取城市户籍的概率将提高3.13个百分点；模型（2）为消除了内生性问题后的

2SLS模型结果，教育程度回归系数提高至0.097 8，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年数每增加一

年，乡城移民获取城市户籍的概率将提高9.78个百分点。后两列对应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样

本，实证结论与全样本保持了一致性。表6的回归结果说明，获取城市户籍是教育影响乡城移民

城市融入的重要传导机制。

（二）城市住房

乡城移民要顺利融入城市，有一套稳定的住房至关重要（胡书芝和刘桂生，2012）。“居者有

其屋”，住房一直被老百姓看成是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先决条件。张路等（2016）的研究结果显

第 2 期 教育程度与乡城移民城市融入 87

①教育还可能通过城市公共服务获取、社会网络关系拓展等诸多方面影响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限于变量的可获得性以及

中介渠道的交叠性，本文未一一考察。



示，中国各年龄段居民的住房拥有率普遍高于美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居民对自有住房的格外

偏好。在中国人眼中，房屋与“家”密切相关，甚至被视为“家”的代名词。漂泊在外的乡城移民在

城市地区拥有自己的住房，便有了“家”的归属感，无疑会增强他们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此

外，市场经济条件下，购房送户口的政策设计也让房产与城市户籍、城市公共服务相关联，进

一步强化了住房获取对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积极作用。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住房还是一种特殊

的消费品。人们习惯借助消费彰显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将自己划归到特定的

阶层和群体（王雨磊，2012）。作为一类高档商品，住房可以彰显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影响着他

们对所属阶层和群体的主观判断。与大部分乡城移民不同，原著城市居民的城市住房往往与生

俱来，这也构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显著区别。换言之，有能力购买城市住房，才能与城市居

民在消费水平、进而社会阶层上达成同一。因此，城市住房便成了乡城移民实现“退村进城”、

完成身份转换的必要前提。

获取城市住房是教育影响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另一个重要渠道。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城镇地区自1998年下半年开

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

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自此之后，我国城市住房价格持续走高，超过了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的

增长速度，给城乡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购房负担。在各级政府努力破除城乡二元户籍结构、推进

养老医疗服务等城乡一体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背景下，不断攀升的城市房价逐渐演变为

阻碍乡城移民融入城市的又一樊篱。客观的房价是移民无法左右的现实条件，获取更高的收入

成为普通老百姓快速积累购房储蓄、购买城市住房的主要途径。我们认为，教育在促进收入增

长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并间接提高了居民获取城市住房的概率。一方面，作为获取人力资本

的主要方式，教育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劳动回报率（刘生龙等，2016）；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显示

信号，更高的教育程度还有助于劳动者直接获取薪金更高的就业岗位（Spence，1973）。

为了验证城市住房的中介作用，本文实证考察了教育对乡城移民获取城市住房的影响。回

归分析中，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拥有城市住房（City_house），其中，城市住房被界定为乡城移民在

迁入县（市、区）城区内的自有住房。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7。前两列为全样本结果，模型（1）对

应Probit模型，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27 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

乡城移民获取城市住房的概率将提高2.76个百分点；模型（2）为消除了内生性问题后的2SLS模

型结果，教育程度回归系数提高至0.060 9，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乡

城移民获取城市住房的概率将提高6.09个百分点。后两列对应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样本，实

证结论与全样本保持了一致性。表7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先前的论断，即获取城市住房是教育影

响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重要渠道。

表 6    教育程度与城市户籍获取

全样本乡城移民 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

（1） （2） （3） （4）

Probit 2SLS Probit 2SLS

教育程度 0.031 3*** 0.097 8*** 0.030 4*** 0.095 7***

（0.002 6） （0.032 0） （0.002 7） （0.036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2 075 2 009 1 940 1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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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市场

嫁娶城市原著居民有助于乡城移民快速融入城市生活。首先，通过婚迁的方式，乡城移民

可以将户口迁移到配偶所在的城市地区，并由此获取城市户籍。一般来讲，城市居民的收入水

平相对较高，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嫁娶城市居民更容易得到对方父母在购买住房上的经济支

持。如前文所述，城市户籍和城市住房正是移民实现城市融入的关键锁钥。其次，“潜移暗化，

自然似之”，乡城移民在文化风俗、消费习惯、交流方式等方面会受到配偶及其家属的深刻影

响，并与城市居民日渐趋同；此外，通过配偶及其原属家庭，乡城移民还能够拓展自身的社会

关系网络，结识更多的城市人。生活方式上的转变和城市社交网络的扩展对于乡城移民融入城

市生活无疑具有积极效应。

本文认为，伴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乡城移民嫁娶城市居民的概率也会不断增加。换言之，

嫁娶城市居民构成了教育促进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又一作用路径。据前文分析，教育不仅有助

于冲破“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还会增加乡城移民与适龄城市居民的接触机会，提高嫁娶城市

居民的可能性。为了检验教育的上述作用，本文借助CSS2011数据实证考察了乡城移民受教育

程度对其嫁娶城市原著居民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8。

识别移民配偶是否为城市原著居民是进行回归分析的基本前提。对于城市原著居民的界

定存在主观性，我们将父亲或母亲自出生后一直在城市地区生活（父亲或母亲的原籍为城市地

区）的居民定义为城市原著居民。根据这一定义，父母出生时的户籍信息构成了判断子女是否

为城市原著居民的最佳依据。遗憾的是，CSS2011问卷并没有提供配偶父母的原始户籍信息，

由于存在户籍变更的可能性，使用现在的户籍信息进行判断是欠妥当的。根据对所用数据的分

析，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的配偶父母都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我

国还处于“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发展阶段，富余农村劳动力尚未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得五六

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居民大多具有务农经历。反过来讲，没有务农经历的居民基本都自小生活在

城市，他们的子女也自然是成长于城市地区的原著居民。有鉴于此，我们根据配偶父母户籍类

表 7    教育程度与城市住房获取

全样本乡城移民 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

（1） （2） （3） （4）

Probit 2SLS Probit 2SLS

教育程度 0.027 6*** 0.060 9** 0.027 8*** 0.059 3*

（0.002 7） （0.029 5） （0.002 8） （0.033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2 075 2 009 1 940 1 876

表 8    教育与婚姻市场

全样本乡城移民 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

（1） （2） （3） （4）

Probit 2SLS Probit 2SLS

教育程度 0.013 2*** 0.132 5** 0.013 7*** 0.120 2*

（0.003 3） （0.061 2） （0.003 2） （0.061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1 089 1 034 1 030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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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是否有过务农经历来判断配偶是否为城市原著居民（Original）①
，具体地，配偶父亲或母亲

现 为 城 市 户 籍 且 没 有 务 农 经 历 时 ， 配 偶 被 界 定 为 城 市 原 著 居 民 ， 并 赋 值Original=1； 否 则 ，

Original=0。

表8的前两列为全样本结果
②

，模型（1）对应Probit模型，教育程度的系数为0.013 2，在1%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乡城移民嫁娶城市原著居民的概率将提高1.32个百分

点；模型（2）为消除了内生性问题后的2SLS模型结果，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提高至0.132 5，在

5%的 水 平 上 显 著 ， 说 明 教 育 年 数 每 增 加 一 年 ， 乡 城 移 民 嫁 娶 城 市 原 著 居 民 的 概 率 将 提 高

13.25个百分点。后两列对应10岁后迁移的乡城移民样本，实证结论与全样本保持了一致性。表8

结果证明教育程度对乡城移民嫁娶城市原著居民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村居民涌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贡

献者，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问题备受关注。乡城移民是否真正融入城市，不仅关系到移民自身

的社会公平感、精神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还直接影响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

安。在人口城市化大步迈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推进乡城移民快速融入城市成为各级政府面临

的重要课题。

教育被认为是影响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不少文献围绕两者之间的因果

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但鉴于指标选取不同以及内生性问题的存在，相关结论并未达成一致。

借助CSS2011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针对教育与乡城移民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检验。我

们使用城市身份认同作为乡城移民城市融入的测度指标，以期深入考察移民心理层面的融入

状况。面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借助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工

具变量，采取2SLS方法进行了稳健性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教育年数的增加的确有助于乡

城移民认同城市身份。在基本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相应的渠道分析，结果发现，教育

在乡城移民获取城市户籍、城市住房以及嫁娶城市原著居民过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并由此促

进乡城移民的城市融入。

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在人口城市化大步迈进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推进农村教

育事业发展，努力提高乡城移民的教育水平，对于加快实现乡城移民城市融入意义重大。首

先，合理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稳步发展。长久以来，优先发展城市地区

的财政支出偏向政策，导致公共服务建设在乡城之间存有系统差异，教育领域尤其如此。相对

滞后的农村公共教育服务，拉大了城乡教育教学差距，使农村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处于明显劣

势，降低了农村学生进一步深造的可能性。为此，地方政府应逐步矫正教育支出的城市偏向，

建立保障农村教育经费长效供给机制。一方面，积极改善校舍、图书馆、多媒体设备和实验器

材等农村教育教学条件，提高农村各级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设计政策激励机制引导优质

教育人才流向农村地区，强化农村师资队伍教学能力，提升农村各级教育升学率。其次，推进

农村教育扶持政策，扩大教育公平的受益面。付出更多的教育开支是接受更多教育的必然成

本。沉重的教育开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无力背负，致使部分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后，没有机

会进入高一层级的教育阶段。为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积极制定、完善针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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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止于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得一部分城市原著居民也获得了务农经历。由于无法识别出这

一部分居民，按照父母“是否有务农经历”来判断子女是否是城市原著居民的做法可能会低估教育的作用。

②由于部分乡城移民尚未结婚等原因，样本量有所下降。



教育扶持政策和针对贫困学生的奖助学金、助学贷款政策，为农村贫困学子继续深造创造条

件。此外，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中等以上教育，尤其是中、高等职业教育，也是增加受教育机

会、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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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 large number of  rural  residents  have

flooded into the city，injecting vitality into urban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urban construction，the issue of urban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Whether urban immigrants truly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justice，

mental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immigrants themselves，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economy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how to promote the rapid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to c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Educ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cities in rural areas. In

recent years，many studies have carried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owever，due to the different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and the existence of endogenous

problems，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have not been agreed. With the CSS2011 micro survey data，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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